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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年—2010年和2011年-2016年两阶段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实证探究了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在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在轻污染（技术推动型）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除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市场需求对其它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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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34 industries panel data of the two phase of the sample analysis from 2001 to 2010 and 2011 -2016，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rket demand on eco-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heavily polluted (demand-driven) industries，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eco-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shifted from suppression to promotion，in light pollution (technology-drive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dustry eco-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o heavy pollution (technology-driven) industries，market dem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other types of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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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1年到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国内生产总值由9.6万亿元增加至74.4万亿元，GDP增速一度从2001年的8.3%上升至2010年的10.45%，然后下降至2016年的6.7%。其中，工业行业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1]。然而，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导致资源的大量耗竭、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导致环境的严重破坏[2]。其中，工业行业废水排放量从157.37
亿吨增加至181.55亿吨，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从9.6亿吨增加至31.10亿吨，废气排放量从23.68万亿立方米增加至68.52万亿立方米。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不断增大，给环境和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近些年，为了缓解经济与
环境的矛盾问题，我国政府不断完善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力度。从十二五规划的
结果来看，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手段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人们的环保意识也
不断增强。在强化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5.6%和4.0%，74个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9.1%。环境在不断改善，可是环境问题依旧不容小觑，工业行业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旧不断增加，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的矛盾关系依然十分严峻。根据波特假说[3]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4,10-15]，适当的环境管制和市场需求的引导能够推动工业行业进行生态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工业行业节能减排的效率。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市场需求与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关系依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市场需求与创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环境规制研究。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包括环境规制的演变历程、选择机制、强度测量这三个方面。OECD [5]根据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认识，将环境规制工具的演变过程概括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市场激励型规制、自愿型规制的过渡过程，每一阶段的环境规制具有不同的规制手段；Damania[6]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对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机制及结果进行阐述，首先确定各利益集团的效益函数和相对影响力，以及政府会规制机构的目标函数与规制供给能力，然后通过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博弈来确定均衡时的环境规制政策；Fredriksson等 [7]采用处理业务活动过程中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费用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2）生态创新方面。生态创新也可称为“技术创新”、“绿色创新”、“环境创新”等[8]。生态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包括生态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生态技术创新的度量等方面。Horbach [9]基于制度理论、利益相关理论、社会责任论等管理学的理论，探究生态技术创新的内部驱动因素，包括组织的战略、资源和能力。李婉红等 [10]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采用新产品单位能耗度量，绿色工艺采用研究经费内部支出与技术改造经费投入之和度量。(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XinZhao [11]利用中国污染企业2007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中国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波特假说具有区域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波特假说现象较弱但不强，西部地区差异不大；Wagner [12]研究了德国制造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水平对专利申请数具有负效应，与波特假说不符。（4）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研究。熊彼特 [4,10-15]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能决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促进产品的市场需求。后来，很多学者对技术创新和需求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形成了三大理论观点：熊彼特（Schumpeter)传统的技术推动理论；Schmookler的需求推动技术创新理论[13,2-8]；Mowery,D and Rosenberg的技术创新与需求互动理论[14]。
综上，在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和创新等方面，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了许多具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和比较，发现目前对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和创新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1）环境规制可能不是生态技术创新唯一的影响因素[12，15]；（2）行业异质性划分单一。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综合考虑现有研究中的不足。本文以我国2001年-2010年和2011年-2016年两阶段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
2提出假设与模型构建
2.1行业异质性的划分方法 
本文根据行业在污染密集程度、市场需求与企业创新关系这两方面的差异，采用两种方法对我国上述34个工业行业进行划分。第一类划分的依据是行业污染物排放指数，第二类划分方法是根据市场需求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最后基于上述两类划分的结果，进行行业异质性综合划分。
2.1.1行业异质性第一类划分方法
借鉴傅京燕[16]的分类方法，将中国工业行业划分为重污染型行业和轻污染型行业。具体划分过程如下：
    (1)根据各行业每年废水、废气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以及行业的工业总产值，计算出行业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值UFij。
(2) 计算污染物排放指数。各污染物排放指数取值方法如式（1）所示：
     Eij=[UFij-min(UFj)]/[max(UFj)-min(UFj)]                 (1)                   
其中，max(UFj)表示所有工业行业中第j种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最大值，min(UFj)表示所有工业行业中第j种污染物单位产值排放量最小值。
   （3）将各行业三种污染物的排放指数进行相同权重的加权平均，从而得到各行业每年的污染排放指数，然后再经过算术平均，最终得到研究期间各行业的污染排放指数。
由于样本数据年限、污染物种类、行业选取以及污染排放临界值选取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划分结果与傅京燕学者[16]划分的结果有细微的变化。中国工业行业第一类划分的部分结果如表1所示。
2.1.2行业异质性第二类划分方法
赵璐瑶 [17]对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模式的划分方法，其综合考虑行业主体的创新能力、市场结构、规模经济、产品需求弹性等因素，根据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模式，将行业划分为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创新型行业、市场技术互动型行业和技术创新推动市场需求型行业。本文直接引用其分类方法，将34个工业行业划分为市场需求推动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推动型行业和市场需求—生态技术创新互动型行业。

	表1  中国工业行业第一类分类部分结果

	污染类型
	行业名称
	环境规制强度
	污染类型
	行业名称
	环境规制强度

	重
污
染
行
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468 2
	轻
污
染
行
业
	医药制造业
	0.039 1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406 3
	
	金属制品业
	0.027 9

	
	造纸及纸制品业
	0.388 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25 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363 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025 4

	
	电力、蒸气及热水的生产供应业
	0.258 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20 0

	
	非金属矿采选业
	0.179 7
	
	家具制造业
	0.013 7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169 2
	
	纺织服装、服饰业
	0.009 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114 0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08 7

	
	……
	
	
	……
	

	注：此表格只包括分类的部分结果，如需要全部分类结果，请向本文作者索取


2.1.3行业异质性综合划分结果
根据上述两种行业异质性划分的结果，将污染密集程度以及市场需求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结合起来，得到综合划分结果，以便分析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这两个因素与不同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关系，综合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工业行业二类划分的综合结果

	行业类型
	重污染型
	轻污染型

	市场需求
推动型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生态技术创新推动型
	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烟草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市场需求—生态技术创新互动型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2提出假设
通常情况下，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但是，环境的负外部性会使企业将自身对环境和资源应承担的成本分摊给社会和公众。这种负外部性需要政府制定规制来进行约束，使企业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那么企业的成本就会提高，为了维持利润，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工艺流程，降低污染排放。李婉红等 [18]以我国216家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三种（命令型、市场化型、相互沟通型）规制工具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影响的九大假设，结果表明三大规制工具对其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平等 [19]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会阻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因此，合理的环境规制工具能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环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双重效应。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对全行业而言，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由于影响生态技术创新的因素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环境规制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15]。李旭 [20]基于创新经济学视角，提出市场因素、技术因素、规制因素都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是建立在熊彼特创新理论 [4]的基础上展开的，后来，一大批学者对其理论继续研究，发展形成了新熊彼特理论，其中Schmookler [13,2-8]提出市场需求促进技术创新理论。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对全行业而言，市场需求对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程度行业的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一般情况下，对于重度污染型行业，面对环境规制的强度较大，为遵守环境规制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大。因此，处于这些行业的企业急需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来获得补偿，弥补服从环境规制所支付的成本。对于轻度污染型行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小，不愿进行生态技术创新。徐鸿翔 [21]采用17个污染密集细分行业2004-2011年的相关数据，比较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产业技术创新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推动污染密集产业技术创新水平改善；王锋正 [22]选取36个工业行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基于两种绩效的R&D效率的影响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基于两种绩效的R&D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市场需求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对于不同行业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孙晓华等 [23]以我国37个工业行业2006年截面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市场需求对创新能力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创业创新能力对市场需求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赵璐媛 [17]在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理论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按行业划分技术与市场互动模式的观点，并列出了划分的各因素，得出一个按行业划分互动模式的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将现有的行业进行了粗略的模式划分。
综合以上对行业异质性划分的两个角度，提出本文其余的假设：
H3：在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4：在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H5：在轻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
H6：在轻污染（互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2.3模型构建
为探究前后两个阶段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借鉴Xin Zhao [11]建立的基本计量模型，构建环境规制、市场需求与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展开研究，如式（2）所示。
为了减少各变量的多种共线性、序列相关性和方程的异方差型，本文对模型中所有的衡量指标取对数形式[24]。同时，考虑到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滞后性，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的数据相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指标的数据滞后一期，为了统一，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也相应滞后一期[25]。
lnzlit=аi+β1lngzit-1+β2lnneedit-1+β3lngmit-1+β4lnjfit-1+εit      （2）
其中，lnzl表示行业生态技术创新指标的对数，lngz表示行业政府环境规制指标的对数，lnneed表示行业市场需求指标的对数，lngm表示行业规模指标的对数，lnjf表示行业政府环境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指标的对数。
3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3.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根据最新的2011年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和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标准相比，行业划分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对工业企业数据的统计范围由“大中型工业企业”改为“规上工业企业”[22]。此外，在我国工业行业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和“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四个行业的数据有较多缺失值，“塑料制造业”和“橡胶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合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以2011年为界，选取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年至2010年和2011年至2016年的面板数据。
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年鉴数据，并对其中的少数缺失值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估计。估计方法包括算术平均法和平均增长率预测法。
3.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行业生态技术创新（zl）。对于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程度的测量，学者们普遍采用研发投入、专利数、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指标。企业进行生态技术创新，首先通过投入经费，研发生态工艺、生态技术，然后申请专利，最终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成果转换。同时，自从2008年以来，我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26]，有关企业申请专利和授权专利的数据库也逐步建立。据此，本文借鉴任胜刚[27]技术创新的衡量方法，将行业专利的申请数作为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①环境规制（gz）。鉴于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许可证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更多是从污染物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等方面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获取性，本文借鉴Cole[28]的思想，在废水、废气和废固三个层面选取废水排放达标率、烟尘去除率、二氧化硫去除率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4个指标[16]，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②市场需求（need）。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动是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偏好的直接反应，当企业生产优质产品且不断创新，那么其产品的市场份额会不断扩大。产品的销售收入是产品市场占有份额的直接体现，本文采用产品的销售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3）控制变量：①行业规模（gm）。通常行业规模越大，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渠道进行生态技术创新活动，本文采用各行业的工业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②创新资本投入（jf）。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资本投入普遍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本、资金等投入[20]，这些投入最终都能通过货币资金投入体现，本文采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作为各类创新资本投入的衡量指标。
4实证结果及分析
4.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采用LLC检验、ADF-Fisher检验这2种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各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如表3检验结果所示，表明该模型中前后阶段所有变量均平稳。
	表3 变量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年份
	变量
	lnzl
	lngz
	lnneed
	lngm
	lnjf

	2002年-2010年
	LLC检验-T
	-18.886 6
	-10.360 0
	-2.310 4
	-2.5602
	-15.737 2

	
	LLC检验-P
	0.000 0
	0.000 0
	0.010 4
	0.005 2
	0.000 0

	
	ADF-Fisher-T
	297.271 8
	103.696 4
	132.473 0
	124.682 8
	167.416 9

	
	ADF-Fisher-P
	0.000 0
	0.003 5
	0.000 1
	0.000 0
	0.000 0

	
	结论
	I(0)
	I(0)
	I(0)
	I(0)
	I(0)

	2011年-2016年
	LLC检验-T
	-13.700 1
	-20.252 8
	-1.70E+02
	-55.5198
	-7.00E+03

	
	LLC检验-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ADF-Fisher-T
	313.977 1
	476.152 4
	2 022.060 4
	1 133.842
	1 981.972 1

	
	ADF-Fisher-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结论
	I(0)
	I(0)
	I(0)
	I(0)
	I(0)

	注：ADF-Fisher带有Trend or Drift,T为各变量的统计量，P为1%水平


4.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4所示，根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模型中所有变量再取对数后，数据的标准差明显变小，数据变得更加平稳，这也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的发生。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年份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02年-2010年
	lnzl
	306
	6.461 1
	2.024 9
	0.000 0
	10.800 0

	
	lngz
	306
	0.317 5
	1.429 1
	-2.565 3
	2.933 5

	
	lnneed
	306
	16.930 0
	1.396 7
	13.370 0
	19.770 0

	
	lngm
	306
	17.013 1
	1.353 8
	13.330 0
	19.780 0

	
	lnjf
	306
	12.507 2
	1.699 9
	8.267 4
	15.972 9

	2011年-2016年
	lnzl
	170
	8.697 1
	1.595 9
	4.140 0
	11.550 0

	
	lngz
	170
	0.419 9
	1.543 7
	-2.280 9
	3.915 3

	
	lnneed
	170
	18.861 1
	1.098 1
	15.530 0
	20.570 0

	
	lngm
	170
	18.387 8
	1.092 9
	15.600 0
	20.440 0

	
	lnjf
	170
	13.732 9
	1.515 09
	9.140 0
	16.450 0


4.3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面板数据是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的混合，具有两维性，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间需要检验以确定模型的设定形式。面板数据模型具有三种形式，即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29]。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本文将采用Hausman检验和F检验来确定面板数据的设定形式。
	表5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形式检验结果

	年份
	行业
	F检验
	模型
	Hausman
检验
	模型

	2002年-2010年
	全行业
	F(4,268)=163.70***
	固定效应
	0.044 1**
	固定效应

	
	重污染+需求推动型
	F(4,68)=67.75***
	固定效应
	0.390 7
	随机效应

	
	重污染+技术推动型
	F(4,60)=51.09***
	固定效应
	0.292 9
	随机效应

	
	轻污染+技术推动型
	F(4,84)=35.17***
	固定效应
	0.357 8
	随机效应

	
	轻污染+互动型
	F(2,30)=30.94***
	固定效应
	0.915 4
	随机效应

	2011年-2016年
	全行业
	F(4,132)=52.68***
	固定效应
	0.000 0***
	固定效应

	
	重污染+需求推动型
	F(4,32)=11.57***
	固定效应
	0.458 6
	随机效应

	
	重污染+技术推动型
	F(5,283)=15.35***
	固定效应
	0.313 4
	随机效应

	
	轻污染+技术推动型
	F(4,40)=33.86***
	固定效应
	0.002 9***
	固定效应

	
	轻污染+互动型
	F(2,14)=6.34***
	固定效应
	0.024 7**
	固定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由表5可知，根据F检验的结果，对于不同行业类型，该模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在2002年至2010年这一阶段，全行业的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其它类型行业的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在2011年至2016年这一阶段，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和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的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其它类型行业的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4.4回归分析结果
为探究我国工业不同类型行业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借助Stata12.0软件，对上述两个阶段的五种不同行业类型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两阶段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和表7。

4.4.1全行业回归分析

在前阶段，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420 5，假设2得到验证，假设1未得到验证。此外，行业规模、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这两个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后阶段，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136 7、0.231 9，假设1和假设2均得到验证。此外，行业规模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前后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这主要是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补偿效应和抵消效应作用的结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这两种效应发挥作用的主导性会有所不同[30]。在前一阶段，政府通过规制手段要求企业降低污染排放，使得企业完善其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从而治污成本不断增加，利润减少，同时可能导致企业改变研发投资资金的用途，将其用于治理污染，环境规制的抵消效应较为显著[31]。然而，在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政府不断合理化其环境规制强度和手段，企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面对政府的环境规制，通过生态技术创新，减少污染排放量，环境规制的补偿效应就会逐步代替抵消效应[31]。同时，行业规模在前后阶段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行业规模越大，其企业越容易取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

	表6 环境规制、市场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2001年-2011年）

	变量
	全行业
	重污染+需求
推动型
	重污染+技术推动型
	轻污染+技术推动型
	轻污染+互动型

	C
	-12.724 1***
	-10.724 1***
	-12.969 1***
	-12.925 5***
	-9.140 8***

	
	（-10.92）
	(-8.52)
	（-2.58）
	（-5.83）
	（-8.93）

	lngz
	0.112 8
	-0.387 9**
	0.475 2**
	0.161 7**
	0.110 5

	
	（0.81）
	（-2.08）
	（2.26）
	（2.26）
	（0.31）

	lnneed
	0.420 5**
	0.585 4***
	0.146 4
	0.580 7***
	0.991 4***

	
	（2.16）
	（4.09）
	（0.43）
	（3.23）
	（11.12）

	lngm
	0.422 9**
	-0.015 9
	0.634 5***
	0.272 6
	-

	
	（2.54）
	（-0.20）
	（3.09）
	（1.59）
	-

	lnjf
	0.386 6***
	0.625 1***
	0.420 0
	0.437 3***
	-

	
	（4.11）
	（4.38）
	（1.24）
	（2.99）
	-

	R2
	0.709 6
	0.791 5
	0.759 0
	0.624 1
	-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值


4.4.2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回归分析
在前阶段，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回归系数为-0.387 9，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0.585 4，假设3部分得到验证。此外，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后阶段，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270 2、0.128 6，假设3得到验证。此外，行业规模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前后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这可能是因为在前阶段，这一类型行业在生产时排污情况颇为严重，环境规制会对其发展进行限制，使其行业利润大幅度下降，从而压缩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投入。但是，在后阶段，即从较为长远的角度来看，企业会逐渐认识到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并不经济，不符合企业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于是企业会选择生态技术创新，从源头上治理污染，减少污染的排放，提高生产效率，维持甚至提高企业的利润。因此，最终还是能体现出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行业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另外，相对于前阶段，后阶段市场需求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这可能与近几年政府对重污染行业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强有关，从而使得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突出。

	表7 环境规制、市场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2011年-2016年）

	
	全行业
	重污染+需求推动型
	重污染+技术推动型
	轻污染+技术推动型
	轻污染+互动型

	C
	-1.295 3
	-8.754 1***
	-3.669 8*
	-3.157 5*
	8.634 8***

	
	（-0.93）
	（-3.20）
	（-1.65）
	（-1.85）
	（17.38）

	lngz
	0.136 7**
	0.270 2***
	0.090 3
	0.314 4***
	0.036 9

	
	（2.12）
	（3.80）
	（0.66）
	（3.95）
	（0.62）

	lnneed
	0.231 9***
	0.128 6***
	0.133 4
	0.275 8***
	0.115 9***

	
	（7.28）
	（3.29）
	（1.62）
	（8.57）
	（5.05）

	lngm
	0.405 4***
	0.755 9***
	0.592 0***
	0.537 6***
	

	
	（4.49）
	（5.83）
	（3.80）
	（4.68）
	

	lnjf
	-0.137 9***
	-0.053 7
	-0.084 4
	-0.169 7***
	

	
	（-6.16）
	（-1.13）
	（-1.38）
	（-9.48）
	

	R2
	0.614 9
	0.569 0
	0.670 0
	0.772 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值


4.4.3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回归分析
在前阶段，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0.475 2，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假设4得到验证。此外，行业规模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后阶段，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4未得到验证。此外，行业规模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该类型行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对前后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这两个阶段均不显著。这一类型行业既是重污染行业，又是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市场需求，政府通常会给于这些行业一定的政府补助，协助其积极研发和生产环保型产品，设计生态工艺设备、清洁型工艺流程等[10]。然而，近几年，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愈发重视，对某些行业采取严厉的规制手段、严格的法律法规或市场准入，关闭了大量的重污染企业，一改以前一味挽救的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该类行业可能会转向采取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降低污染排放两，导致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29]。

4.4.4轻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回归分析
在前阶段，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161 7、0.580 7，假设5未得到验证。此外，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后阶段，环境规制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314 4、0.275 8，假设5也未得到验证。此外，行业规模这一控制变量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前后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程度有所增强，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这两个阶段均显著，且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强度有所减弱，这一结果与之前进行的假设分析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在既定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该类型行业中的企业采取技术创新不仅能降低污染排放量，符合环境规制强度的要求，而且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获取超额利润，实现双赢[32]。此外，虽然这类型行业的市场需求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的，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对生态产品、技术的需求也会推动企业进行生态技术创新。

4.4.5轻污染（互动型）行业回归分析
在前阶段，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0.991 4，假设6得到验证。由于这一类型行业的样本数较少，未考虑行业规模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这两个控制变量。在后阶段，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0.116 0，假设6得到验证。
对前后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类型行业污染程度越低，且该类型行业中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获得的成果由于在环保市场上关注度不高，其预期所能获取的收益可能会低于研发所投入的成本，从而使得环境规制对该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如果市场对该类型行业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需求逐渐增强，那这一市场需求就会促进行业的生态技术创新。
5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角度，根据污染指数和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模式对我国行业进行综合划分，将其划分为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轻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和轻污染（互动型）行业。然后选取我国工业行业2002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其划分为前阶段（2002年-2010年）和后阶段（2011年-2016年）两个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借助Stata12．0软件，实证探究了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在全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在轻污染（技术推动型）中，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轻污染（互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需求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合理化环境规制强度。从短期来看，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为负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过区分不同行业类型，考虑其企业的实际情况，执行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将会不断显著。因此，政府机关应科学把握环境规制的强度，辅助实施相关扶持激励政策，帮助存在重大困难的企业实现转型，加快行业、企业优化升级的步伐。第二，积极引导市场需求，形成市场需求与生态技术创新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23]。一方面，政府应不断完善补助政策和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来加强对生态技术创新的科研投入，包括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源的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能力，提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企业需求采取积极的市场营销策略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使市场需求规模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作用。最终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循环，以实现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第三，对于重污染行业，应该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带领其走向清洁型行业。对于其中的需求推动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能够通过自主品牌的市场需求为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扮演主体角色。此时，政府应该扮演好政策支持、服务的角色，给予这些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科技活动的政策补贴，让其进行充分的自主创新；对于技术推动型行业，企业可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或动力，无法在自主创新中扮演主体角色。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带领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同时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从需求侧打开市场，推动生态技术创新。第四，对于轻污染行业，目前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为合理，但是还是存在一部分该类型的行业满足现状，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政府应该灵活运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手段，从传统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环境规制工具，向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环境规制手段过渡。同时，加强轻污染行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关注度和市场需求，加快建立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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